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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二十世紀的中國哲學樣彩風華，中西交流，傳統重現，新意競起，然而，中國哲學從二十世紀走到二十一世紀，作為被理解與待詮釋的哲學，就它自身的發展而言，有多大的進步呢？總結過去一整個世紀的成果，只有以哲學基本問題為進路的研究尚有推進中國哲學自身義理創造的理論功效，其他所有的研究，可以說只有研究者自己認識能力的成長的意義而已，本文提出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的四方架構，以總收哲學基本問題的研究法，有別於以西方哲學模型和中國概念範疇進路的研究方法，作為使中國各學派的理論以系統性的理論架構被陳述的哲學建構方法。然而，中國哲學義理自身的證立問題，卻是下一個更重要的理論發展問題。實踐哲學各學派只能是互為主觀的學說，客觀性義理推演只發生在系統內部，各家都是價值的自我認定與實踐的創造而有的理論與現實的成果，不同學派之間沒有否證彼此的條件。至於實踐者的實踐成果之印證，信念相同者才有印證的誠意，沒有誠意的他人，也無法印證。就印證的學說而言，儒道的《人物志》、《菜根譚》所說甚深，佛教禪宗的公案也正是印證的作品，研究這些作品可以深入中國哲學理論對實踐者實踐成果的衡量智慧。只有在中國哲學理論的系統性架構之建立，才能讓中國哲學被哲學地建立起來，只有對中國哲學的實踐特質提出有效的檢證理論，才有中國哲學證立自身的義理發展。作為實踐哲學的真理觀，面對三教辯證的義理檢擇，這都是知識論的課題，發展中國哲學知識論的議題，是從二十世紀面對理解問題走向二十一世紀面對證立問題的再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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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筆者主編了《哲學與文化》374期的「朱熹哲學專題」，423期的「當代中國哲學專題」，461期的「中國哲學心性論專題」，471期的「當代儒佛辯諍專題」。主要都是當代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與問題意識和理論辯諍的討論，即便是朱熹哲學專題，也是在討論對當代詮釋的疏理。筆者認為，中國哲學談的是實踐的智慧，智慧必須就是真理，然而真理又至少有表面上儒釋道三教之多元，如何落實這一套人生智慧之學的真理觀議題，才是中國哲學走出過去，創造新說的關鍵問題。本文之做，將反省二十世紀的哲學研究之創作意義，以及提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哲學研究的新路向。
貳、研究的面向與創作的面向
筆者對於中國哲學的現代化研究，素來關切，中國哲學現代化的成果有兩個面向，一是現代人無論東西方學者對中國哲學的學習研究所展現的現代面向，二是傳統中國哲學的真理觀走向現代所應呈現的創新面貌。這兩個面向當然是一而二、二而一，互為相關的。然而，自然有許多現代學者的研究只能顧及自己關切的興趣面向，甚而謹守自己所能掌握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而展開的研究，這樣的研究，若非針對中國哲學的真理觀的開展，只能說是第一個面向的呈現，就這個面向的呈現而言，可謂豐富至極。然而，能否從這一個面向中找出中國哲學真理觀的現代展現面貌呢？這就不一定了。筆者認為，展現中國哲學真理觀的研究，首先應該掌握中國哲學的特質，且需以嚴密學的哲學論述系統予以結構，呈現儒釋道三家各自的真理面貌，從而能還原中國哲學做為引導性哲學的人生指導功能[footnoteRef:1]。就此需求而言，筆者所主編的當代中國哲學研究各期，都是希望能夠引出這一個論題的尖端意見。 [1:  參見勞思光先生《思辯錄、思光近作集》，其言：「我自然不會輕視儒學的形上學或工夫論，但我深信儒學對社會文化的引導功能，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因為這是儒學前途的興衰關鍵。」（頁53~54）台灣東大圖書，1996年1月。] 

參、二十世紀的回顧
回顧二十世紀的中國哲學研究，對於中國哲學的創新之路是跌跌撞撞的，民國初年，處於認識西學的階段，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其中最有貢獻且意見最為中肯的大作[footnoteRef:2]。抗戰以前，新文化運動以及馮友蘭的「新儒學」創作，是中國哲學現代化的再下一程，嘗試性的效果已顯。一九四九年以後，港台學者的創作，便真正展開了中國哲學現代化的創作工程，理論以系統性的方式表達而出，建構說明中國哲學理論體系的架構，正是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幾位大家的學術貢獻，其理論意義在於以受到西方哲學工作方法影響下的哲學研究理論的進路言說中國哲學的意旨，明確化中國哲學異於西方哲學的特質，有系統化中國哲學理論建構的貢獻。 [2:  參見：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台灣商務印書館，2003年5月，初版二刷。] 

在此同時，中國大陸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哲學詮釋史觀，有其特色，但偏頗之處甚多。改革開放以後，有文化熱，對於中國哲學的研究，主張返回中國哲學概念範疇的研究。然而，概念範疇既負擔了問題意識的功能，又扮演了哲學主張的角色，對地毯式細節探索有其貢獻，但對理論以系統性表述的建構，功力不足。伴隨概念範疇研究的回到傳統運動，還有另一個風貌，那就是國學的復興。台灣地區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就極力推動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從中小學教科書到社會人心的雕塑，可以說台灣社會是傳統文化走向現代社會的良好代表。而中國大陸地區，則是到了近二十年，國學才在民間甚至政府的層次受到鼓舞，目前正急起直追中。但是文化復興與國學推動，只是中國哲學現代化的土壤，並不是它的理論創作的利器。
這一個階段，除了上述諸大家的創作以外，亦有許多學者以西方哲學家的理論體系以為模型而陳述比對以研究中國哲學，柏拉圖的理型論、亞理士多德的潛能實現及四因說、史賓諾沙的能產的自然與所產的自然學說，康德的實踐理性學說，海德格的基本存有論，一家一家都有可為言說中國哲學的理論藉鑑，然而，畢竟問題意識是西方的，理解與討論的成果只是將東方拉向西方，卻對東方的理解之深入貢獻不大。
時序繼續演進，中國崛起，西方學者熱烈研究中國哲學，也影響了中國學者的學術討論的氛圍，這一波的中國熱，更加速了東方哲學向西方行走的形勢，意思是說更多元地以西方哲學的問題意識研究中國哲學的材料，這樣的作法，更有效地讓西方學者以自己的眼光認識中國哲學，但是，對中國哲學本身的創造發展而言，它的創造，不是在原來的問題意識的脈絡上前進，而是在西方思想的問題意識的脈絡上前進。這樣的氛圍，正是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之交的新主流風貌。談中國哲學，或者以分析哲學、以語言哲學、以邏輯學、以後設倫理學的方法解讀中國哲學文本，參與西方學術討論，將中國哲學的素材貢獻給國際學術界。或者遺忘了理論以系統性的表達方式以為陳述的哲學之路，而與中文系、歷史系的研究方法攪混在一起，一家一家更深入更細節更地毯更學術的研究成果被呈現，確實有學術的貢獻，但是哲學的創造力尚有不足。
肆、二十世紀的創新及其限制
然而，中國哲學自身的發展，也就是前述第二個面向的開展，並不因為上述這些研究而有重大的前進。關鍵就是，一、指導人心的傳統哲學，要有精確的現代論述才能感動人心，二、指導性的實踐哲學，本身有它在哲學理論上的再論證的理論需求。第一個任務的努力，人可為之，前述國學的運動，正在打基礎。為了更讓其意旨清晰，從哲學基本問題的進路論述它的精義才是正途大道。更早之前的馮友蘭新理學[footnoteRef:3]，以覺解說四境界，企圖補足新理學四大命題的太形上學偏失，這個理論建構的努力，在他後來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中見到了不少工夫論的名相[footnoteRef:4]，但也未能大張旗鼓地論說。方東美先生以本體論和超本體論提彰中國哲學的特質[footnoteRef:5]，認為中國的超本體論將理想點化於現實世界，是其優於西方哲學的精要之論，但超本體論指的得是道德實踐的活動，其實就是工夫論，這就不免把形上學和工夫論混在一起論述，這樣並不容易讓西方學者更了解並認同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勞思光以心性論、形上學、宇宙論的三型評比傳統中國哲學，主張心性論中心與優先性[footnoteRef:6]，認為這才是成德之教的有效理論，但是把宇宙論、形上學的功能過度貶抑的結果，使得中國哲學的系統性論述受到限制，義理彰顯的成效打了折扣。 [3:  參見馮友蘭早期代表著作：《貞元六書》是馮友蘭在抗戰期間寫作的，其前後的次序大致如下：《新理學》1939；《新事論》1940；《新世訓》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  [4:  參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台灣藍燈文化，1991年12月。]  [5:  參見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台北黎明文化，1983年初版。]  [6:  參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台灣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初版。] 

牟宗三以「動態的形上學」說中國哲學的特質[footnoteRef:7]，這與方東美的超本體論和勞思光的心性論一樣，都是要強調中國哲學的實踐特質，用意甚美，但不免仍陷在形上學中心的問題意識及理論建構中，其實，說動態就是說得工夫論。牟宗三另說「只有道德的進路才能證成形上學的命題」[footnoteRef:8]，但談證成就是知識論的課題，當儒家能以道德意識證成儒家形上學的同時，道佛不能以無為、以般若的實踐證成道體和佛性的形上學命題嗎？這點牟先生以實有和非實有強說哲學必須為實有而奮戰，而將道佛貶為非實有的體系。在同一個三教辯的問題上，勞思光先生則是以建設性的文化肯定論而說道佛非是文化肯定論者，以此評比三教，而高儒於道佛。這就是以定義為論證，仍然不是針對三教真理觀的抉擇的理論性辯析之作。 [7:  參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10月初版。《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台灣學生書局，1980年10月第3版。另，牟宗三有《中國哲學的特質》一書，1963年6月初版，台灣學生書局。指出更多中國哲學有別於西方哲學的特質之處，唯一些方法論上的特殊意見尚未出現於此書。]  [8:  參見牟宗三，《圓善論》，台灣學生書局，1985年初版。] 

伍、系統性解釋架構的建立
以上各家都一方面未能將工夫論獨立地提出作為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而總是將工夫論和形上學混在一起述說。二方面又不能獨立地看待知識論課題，而將知識論問題和哲學體系建構的問題合在一起講。這就使得從哲學基本問題的進路建構中國哲學的理論體系的努力工作仍需再接再厲。筆者在此一問題上，提出以「實踐哲學的解釋架構」定位中國哲學有別於西方哲學的特質[footnoteRef:9]，以及揭示中國哲學的義理脈絡。中國哲學是實踐哲學，理論的建構以提出人生理想為目標，人生理想基於對世界的認識，宇宙論與本體論則是述說世界觀的兩大哲學基本問題，這就是形上學部分，此處清晰，則有宇宙論進路的身體修煉工夫和本體論進路的心理修養工夫之得以言說，做工夫達境界，則有理想完美人格的實現以為理想人生的落實，於是境界論成為中國哲學理論的結晶品。這一個實踐哲學的解釋架構，是四大問題互為推演形成一致性的理論體系。這就有別於西方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各是三種不同的哲學問題，且哲學史上又是一家一家推翻前說的境況。知識論時代來臨，形上學的工作方式便被推倒，啟蒙運動以後，只有黑格爾勇於建立形上學，之後有海德格以近似工夫論的方式也建立形上學，之外者則都是知識論問題意識下的各種哲學創作了。而倫理學則或者是形上學進路的討論而有後設倫理學，或者是知識論進路的討論而有語言分析的或邏輯推演的倫理學。中國哲學則不然，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緊密結合，且是以學派的進程在各家之內經歷兩千年的推進而一家一家地捍衛本門學說。惟三教之間的辯爭不能免除。 [9:  參見拙作：《中國哲學方法論》，台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初版。] 

陸、面對三教辯證的問題必須由知識論進路來解決
然而，辯爭之可能與否，必須經過知識論的討論。中國哲學自古以來，就沒有真正笛卡兒意義下的知識論的反思，也就是命題從認識能力的可能性探索其意義成立的依據。但是，做工夫卻是可以證成形上學的方法，而工夫論則是與形上學合構的理論系統，這當然有別於西方知識論對形上學普遍原理進行反思之後[footnoteRef:10]，將傳統形上學的命題皆予以否定，當然，知識論時代的哲學也在經由認識能力的反思之後重新建構了不同型態的新的普遍原理，如笛卡兒的心物二元，與康德的先天範疇。但是中國哲學的工夫論卻是兩千年不斷地為著同樣的形上學普遍原理而合會、發揮、補充著。然而，做工夫達到境界而證成了形上學原理，那麼，就此而言，如何確認實踐者已經達到原來本意下的普遍原理？還有，當初創教者對於普遍原理的言說如何意識它是真理？這兩個問題，正是實踐哲學的知識論課題，其一是創教者的創造，對於人生理想的真理揭示，如何定位它是成功的？其二是實踐者的工夫，如何印證他已經達到了最高境界？ [10:  參見拙著：《中國哲學方法論》第九章：中國哲學的知識論問題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8月初版。] 

筆者以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四方架構論述中國哲學各家理論的內涵，這是改良牟宗三、勞思光、方東美、馮友蘭的哲學基本問題進路的解釋架構之建立，完成了述說中國哲學的系統性陳述工程，但是上述知識論的兩大問題，才更是中國哲學理論本身的再證立的新問題。儒釋道三家可以在四方架構下被系統性一致地自圓其說，完成梁漱溟所說的理論以系統性的方式表述的哲學工作，也有別異於西方哲學的東方特質之定位的貢獻，但是儒釋道三家作為一家一家自命為絕對真理的真理觀問題，尚未開始討論。牟宗三先生說的只有道德的進路能夠證成形上學的意見，就是知識論的問題意識下的發言，儒學是真理，道佛就有所不足，所以三教辯爭非進入知識論思維，否則不可解決。這個問題才是中國哲學再度證立自己的理論發展。
[bookmark: _GoBack]理論必是問題意識下的發言，問題不同，主張便不同，若是三教問題不同，則談何辯證？筆者提出的哲學基本問題，假定三教有共同的問題意識，但這是抽象地共同，具體的問題三教仍是有別。儒家在家國天下的範圍內談人生的理想而有聖人之教，道教在天地之間甚至是天界之上談人生的理想而有神仙之說，佛教在三界之外談成佛的境界。都是理想人生的問題，卻有不同的適用範圍。即便同是天下範圍內的哲學，儒家自體制之內強調服務的人生觀與責任的承擔，老子則強調領導者的不爭與無為的智慧胸懷，莊子根本否定了社會體制的價值而重出世立場，主張體制外個人生命境界的追求，易經再度將人生拉回體制，而有上下卦六爻的進階以為應對進退的必然邏輯，人物志全談人事，菜根譚全談意境的體悟[footnoteRef:11]。許多表面上意思不同的話，未必有直接的對立衝突，必須深入討論範圍，才真正能掌握適用領域，彼此圓融無礙，才能在應對之際優游選擇任我所用。 [11:  參見拙著：杜保瑞，2015年7月1~2日，〈中國管理哲學的理論與材料〉，首屆海峽兩岸高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論壇，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兩岸文教經貿交流協會主辦。] 

至於各學派內部之間許多的衝突問題，幾乎都是不同的哲學基本問題的交錯誤解，釐清問題就可以解消爭議，例如講形上學的程朱和講工夫論的陸王，講境界的南禪和講工夫的北禪。這些理論內部的差異，都可以透過哲學基本問題的意旨釐清而得以化解，但是，學派內部的衝突就算可以化解，學派之間的競爭卻難以止息。應該如何反思？以討論三教辯爭的問題呢？
語言有限而意旨無窮，雖是共同的哲學基本問題的語言，其實內部涉及的範圍仍是差異甚大。從宇宙論進路說，道教和佛教已有它在世界，且各自不同，這就不能和只在經驗現實世界的儒家哲學做意見的較競，宇宙論不同，本體論不可能相同，工夫論和境界論也就隨之有別。因此三教各自是自圓其說的系統。果真是自圓其說的系統，比較則趣味濃厚，較競則沒有結果。不認識對方理論下的較競都是各說各話，如同籃球選手譏笑足球選手得分太少的意見，不值反駁。
柒、面對真理觀問題必須談實踐哲學的檢證原理
辯證都無可能，證成又如何？創教者的理論必是自己實踐已成或有豐富經驗體證下的發言，對其自身而言就是絕對真理。然而，各自證成之下，各家就都是真理觀了，問題只是不同學派之間能否正確理解對方而已。創教者對宇宙論的見解，雖無現今科學儀器的檢測，但有主體實修的經驗，這就是宇宙論進路的身體修煉工夫，操作之後有感官能力的提升而有親證的認知而有它在世界的言說，這就是道佛兩教它在世界宇宙論知識的顯示結果，甚至，意想到哪裡，世界觀及主體能力就被開顯到哪裡，宇宙論的知識竟是主體自己的身體修煉的開顯結果。宇宙無窮，開顯有限，呈現甚麼就言說甚麼，所有道佛兩教諸多不同的宇宙論系統。
開顯宇宙論知識的同時有價值意識與主體意志的認定，所認定之觀念即是本教的智慧，智慧亦是一獨斷，但有實踐之繼起，故有實現之結果，故能說為證成。所以獨斷也非對智慧的否定，而是獨斷是種種不同價值的自我選擇，能證成自己是實踐成功的結果，但對三教辯證而言，並沒有否證它教的功效，因為它教在不同的價值意識下亦能實踐亦能實現亦有證成。因此從創教者角色來談理論的證成，只要有實現，有親證，就有證成，而他人無從否定之。
接下來是實踐者的印證。印證就是做到一學派理論的最高境界，或是有階層的境界遞升，然而，實踐哲學的印證，不比自然科學的證明，經驗看到了就是證明了，也不比數學和邏輯的證明，推算出來就是證明了。實踐哲學的印證，常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他人的意見未必有用，必須是能力高於自己且是實有誠意的他人的意見才有意義，小知不及大知，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是無法印證自己的成就的，更重要的是，理想人格的表現是在有同樣理想的人身上才能有其肯定的，理想不同者，甚至是沒有理想者，對於有理想者的人生實踐是難以肯定的。
當實踐哲學的系統性只是內部自證其說的圓滿時，檢證的原理，就必須是自己的社群內部的事業了。小知不及大知，只有同樣信念的族群才能夠認可自己的學說以及實踐的成果，誠懇變成檢證的心理前提。對於在經驗現實世界的實踐，過去已有許多評價的理論，就儒道哲學而言，《人物志》、《菜根譚》都述說甚多，胡宏的《知言》，文字也不少[footnoteRef:12]，佛教禪宗的公案，案案都是境界高下的展現。但關鍵還是個人理解力的深淺，以及個人境界的高下，這許多評鑑與評價的理論，苟非其人，難以理解，也難以應用。因此，檢證的落實，前提還是功力的提升，也就是實踐者自己要去實踐以提升能力，而檢證者也要有同樣甚至更高的能力，才能衡量同道的成就。由聖人眼中看來，誰是君子誰是小人是一目了然的，由禪師的境界看下來，一句話就知道弟子的深淺。 [12:  參見拙著：《南宋儒學》第二章：胡宏在基本哲學問題的理論建構、第八節：境界論進路的人物評鑑智慧。台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9月。] 

雖然，各家的檢證經驗不乏其說，但這並不是抽象思辨的理論檢查，也不是邏輯一致的命題推算，而是真實經驗的碰撞對勘。所以，中國哲學的檢證理論，其實已經備具底蘊，就是《人物志八觀章》[footnoteRef:13]，《菜根譚》的話語，禪宗的公案，只是尚未進入哲學學術界的理論關切視野內而已，要討論實踐成就的檢證方法，上述作品都是其中的經典，但是，關鍵還是個人理解力的到位與否。 [13:  《人物志八觀章》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 

回到實踐者的成就印證問題，上述各文都是在現象上可以觀察而得的，但涉及它在世界的能力及境界，就不是一般的智慧可以偵知，沒有自身相同的特異感官能力，他人的實踐就是一個神祕的意境，那就只能選擇相信與否，選擇的當下仍是一個經驗值的判斷，不論多麼神妙的境界，單純的善意以及誠懇的態度還是判斷的準則，儒釋道三教的聖人、神人、菩薩，只有更使人安心靜慮，不會激起慾望更不會引發爭心，如果與修行者的互動結果，是引發自己的好勝心甚至慾望的話，那麼這位修行者的境界必定是虛假的，同時願意跟隨這種修行者的實踐者，也是自己修道不誠的顯現。
捌、結論
中國哲學是人生智慧之學，智慧就必須是真理，但真理的面向很多，不同的人生面向會有不同的智慧，儒家用於經驗現實世界的社會體制的管理問題，老子用於管理者的領導原理問題，莊子用於體制不可信託之後的個人自由問題，易經用於體制階層的吉凶禍福應對進退問題，佛教用於命運認識和生死的管理問題。這種種的差異現象背後正是理論的適用領域問題，適用領域清楚了，就沒有辯論的需要了，不須辯論而全體應用時就看個人心靈的自由運轉功力之深淺了，面對生活，各家理論都可以拿來應用，想要達到最高境界，當然必須一家深入，各家意旨的深度內涵，藉由基本哲學問題的解釋架構予以說明，個人實踐的深淺，則是做工夫之後的效果。面對人生實踐特質的中國哲學研究，為追求其理論的創新發展，首先應讓它系統性解釋架構的建立，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家的貢獻，至於真理觀的證成，則應該是二十一世紀的理論創新之重點。整整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哲學研究，有許多是中國學者提升個人認識深度的成就，也有許多是西方學者將東方拉向西方的個人研究成果，但是中國哲學理論自身的創造性發展，國學之途只是土壤的提供，哲學基本問題的深化才是創作之功，而知識論的理論證立問題，更是新世紀的創作重點，系統性說之是中國哲學建立理論的第一步，知識論證成之是中國哲學現代化的第二步。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哲學就是好好走出這兩步路。
第一步，把哲學的理論系統化的建構，第二步，藉由國學的實踐，把檢證的理論與實務予以落實。二十一世紀，是我們好好實踐中國哲學的時代了。


玖：回應與補充

有審查意見指出：「當初創教者對於普遍原理的言說如何意識它是真理？」用「真理」來說明中國哲學三教的最高境界是否妥當？一般西方所認為的「真理」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意涵，然而作者認為三教的理論系統及最高境界只有在各自的系統內才有效，因此使用「真理」一詞是否妥當？
筆者回應：西方人信仰基督教者也視基督教為真理，信徒對待宗教就是視之為真理的態度，否則不成其為宗教，中國儒釋道三教的實踐者也是這樣的態度，它固然有互為主觀性，但對內部而言，都是絕對客觀性，並且會在實踐中實現這些理想，故而都被視為真理，面對這種類型的真理觀的特質，知識論上應如何看待？正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因此還是宜以「真理觀」一詞標出，以顯示問題的重要性。
　　審查人言：就結構而言，從該文第六的標題及內容來看，標題為：「六、面對三教辯證的問題必須由知識論進路來解決」如果達成的終點不是認識地而是「境界的」，又達成的過程不是認識地，或不僅是認識地，而是「工夫的」。如此，以「知識論進路」一詞稱之，是否妥當？
筆者回應：中國哲學儒釋道各派都視自己為絕對的真理，但真理就必須接受檢證，這正是知識論問題意識的研究態度，但中國哲學是實踐的哲學，其中有不同於西方思辨哲學的許多特質在，因此它的檢證就在工夫實踐及境界展現中，故而有種種的特殊情境，必須言說清楚，然而，這正是知識論問題意識下的理論構作，問題是西方式的，答案是東方特質的，說清楚，才會有普世的價值，也才能擠身全球化的哲學學術平台。
　　審查人言：有關檢證標準的客觀性問題。：「因此，檢證的落實，前提還是功力的提升，也就是實踐者自己要去實踐以提升能力，而檢證者也要有同樣甚至更高的能力，才能衡量同道的成就。」「不論多麼神妙的境界，單純的善意以及誠懇的態度還是判斷的準則」如此，檢證的標準是無法客觀化的，其中功力的高低無法判定，誰人的態度誠懇不誠懇的判準，也各家各異，或在同一家中也隨師門不同而各異。對中國哲學的實踐特質提出有效的檢證理論，其有效性若無客觀性伴隨，則各家自認有效而別家否認，或中國哲學學者認為有效而西方哲學學者無感而否認，此一檢證理論如何建立？
　　作者回應：指出這些現象與特質就是本文的目的，這就是實踐哲學有別於思辨哲學的特殊之處，不能明瞭這些特殊之處，把實踐哲學之中若干仍可以量化繩約的部分予以普遍化陳述，以為這就是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且能得其精髓，其實不然，這樣反而是走了歧路，這也正是許多沿用西方研究方法以研究中國哲學的做法的失誤之處。誠懇，相信，理解，且有能力，這樣才能檢證，這就是實踐哲學的特質，也是檢證者自己也實踐了的明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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